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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生活方式作为中间机制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相比于二者关系的检

验要相对匮乏许多，已有的研究大多针对发达国家样本。论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中国健
康与营养调查” ( CHNS) 数据考察了社会经济地位、吸烟、饮酒、体育锻炼与人口健康的
关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不但直接影响健康，也通过生活方式间接影响健康; 社会经
济地位通过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对自评健康的影响大于对健康体态的影响，教育与职业是
影响生活方式和健康最重要的因素，家庭收入对两者的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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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to the researche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 SES)
and health，there were seldom discusses based on lifestyle as mediating pathway． Most of related
studies were based on sample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rticle us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S，smoking and alcohol，exercise，self-rating
health and body type using the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 CHNS) data in 2006 ． The
results show that SES influences health condition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lifestyle．
The influence of SES on self-rating health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n body type．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play more important roles on individual’s health and lifestyle while the effect of
family income is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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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口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其影响因素涉及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其中，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分化引发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自 20世纪 90年代以
来，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口健康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朗，这其中包括对我国样本的检验。不管实行什么样的社
会政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健康指标上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研究普遍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健康水平越高［1 ～3］。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口健康? 机理如何? 对于在不同的样本中是否存在差异
讨论得还不够充分，而这直接关系到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因为任何的健康促进行动，都要建立在采取行

动的变量与健康的关系是具体而明确的基础上，如此才能使政策更具有可操作性。
在人口健康的影响因素中，目前生活方式被公认为是首要的因素，其对于人口健康的贡献率远远

高于社会经济环境等其他因素。恩格尔 ( Engel) 通过研究美国疾病的影响因素得出: 50%的疾病与
生活方式和行为有关; 20%与环境因素有关，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20%与遗传等生物学因素有
关; 10%与卫生服务有关［4］。福克斯 ( Fuchs) 的研究也认为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生活方式与环
境［5］。而另外一些研究又表明，生活方式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比如马克斯·韦伯
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趋向于良好的生活方式，进而健康状况更好［6］。布迪厄 ( Bourdieu)
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7］。由此推论，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直接影响人口健康，社会经济
地位也通过影响生活方式间接影响人口健康。
自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分化，生活方式也随之分

化。然而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与人口健康关系的检验，将生活方式作为中间机制研究社会经济地位对
我国人口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数针对发达国家，认为在发达国家社会经
济地位越高的人群生活方式越健康，进而健康状况越好，但是对于中间的影响机理结论并不一致。一
些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饮食和体育活动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大于其他方面的影响，经济地位较

低的群体更趋于不健康的饮食，参加更少的体育活动，因而损害了健康［8 ～ 9］。但是沃德 ( Ward) 等
人认为这种情况仅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出现，比如蔬菜水果等的摄入量过少［10］。米克 ( Mikko) 等人
的研究表明，饮酒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中介变量并不显著。但是斯多恩尼 ( Stringhini) 等人
检验城市 35 ～ 55 岁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死亡率的关系，结果却显示饮酒对于死亡率的影
响是显著的，但是吸烟为最重要的中间变量，其次才是饮酒和饮食［11］。而另外一些研究也认为吸烟
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最重要中介因素，其影响比饮酒、饮食等其他中介变量更显著［12 ～ 13］。这
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样本选择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源于对健康测量指标选择的不同。我国
学者中仅有王甫勤用 Logistic方法检验了体育锻炼、社会经济地位和我国人口健康的关系，研究认为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健康自评状况越好［14］。
从生活方式视角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人口健康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本研究可以为

健康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人口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以及健康公平的政策实践提供参考。论文将以生
活方式的三个方面: 吸烟、饮酒和体育锻炼为中介机制，以自评健康状况和身体体态为健康度量指
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的关系。

二、数据与模型
1． 样本与数据说明
论文在检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时，选取我国城镇劳动力作为样本。这是因为

考虑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来自城镇与农村两大板块的人口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上存在广

泛的差异，如果将两种身份的人口同时包括在分析框架中，数据的集中与离散趋势将发生偏移，结果

的有效性会降低，因而分析时有必要区分两类人口。考虑到工作人口、退休人口与儿童青少年在工
作、生活方式上存在的差异，分析时也有必要进行区分。鉴于此，根据大百科全书关于劳动力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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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上述考虑［15］，论文分析样本定位于 18 ～ 60 岁、不包括在校学生与退休人口的城镇劳动力。
论文数据选取“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 CHNS) ［16］项目数据。该数据由美国国家营养与食品安

全局 ( INFS) 、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人口中心 ( UNC-CH) 联合采集，问
卷由包括营养学、公共政策、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中国问题研究等领域的国际专家团队设计，
旨在为各类相关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数据采集于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
西与贵州 9 个省份，包括城镇与农村。论文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 2006 年面板数据中城镇劳动力的
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缺失值后，得到有效数据 2902 条，其中男性数据 1422 条，女性数据
1480 条。对数据进行正态性与信度检验，数据满足论文所用分析方法的要求。

2． 模型构建的理论依据
自 21 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口健康的中介机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是讨论多数

针对发达国家的样本。这些研究将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的影响机理总结为四个方面: 物质或者结
构机制，主要考虑与收入相关的医疗卫生可及性、医疗服务质量以及暴露于有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所
产生的影响; 生活方式机制，主要讨论饮食、体育活动与吸烟饮酒的影响; 社会心理机制，考虑压力
与负面情绪的影响; 社区邻里环境与上述因素交互作用的机制［17 ～ 19］。目前绝大多数的研究是基于单
一方面的讨论，或者基于某个方面的某一个变量的探讨。在四个中介机制中，有些理论认为生活方式
是最为关键的机制。1982 年，英国著名的布莱克报告指出，尽管英国实行了单一支付方的全民健康
保险制度，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在健康指标上却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差距［20］，如果将生活方式因素

排除，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健康不平等会被明显的减弱［21］。论文基于上述机理研究普遍选择的框架，
以我国人口为样本，兼顾我国的国情，选取生活方式中介机制构建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健康影响的结

构方程模型。关于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口健康中介变量的研究，目前学者们大多只关注
饮食、体育活动和吸烟饮酒三个方面。本论文讨论主要基于体育活动、吸烟和饮酒。

3． 模型变量度量指标选取
( 1) 健康度量指标选取与划分标准。论文选择自评健康状况与身体体态度量人口健康。自评健

康状况是一个主观评价指标，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运用起来比较简单，易于被调查者接受，能

够对死亡率、患病率等做出较好的预测，较好地反映被调查者实际的健康状况［22］。身体体态用身体
质量指数 ( Body Mass Index，BMI) 、腰围 ( Waist Circumference，WC) 、腰臀比 ( Waist-to-Hip Ratio，
WHR) 等测量。研究表明身体质量指数、腰围与腰臀比等与某些疾病 ( 比如代谢类疾病、心脑血管
疾病、癌症、脑中风等) 有很强的相关性［23］。这些疾病与健康的首要影响因素———生活方式直接相
关，是对未来健康存量的很好度量，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健康时也经常采用这些指标。本论文选取
自评健康状况、身体质量指数、腰围和腰臀比这四个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个体的当前健康状况与患病
风险情况。

CHNS数据把自评健康状况按照非常好、好、一般、差划分，本文直接采用此划分标准。身体质
量指数、腰围以及腰臀比根据《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症预防控制指南》划分［24］。身体质量指数切点
为小于 18. 5、18. 5 ～ 23. 9、24 ～ 27. 9、大于 28; 腰围 ( 单位: cm) 切点为男小于 85、85 ～ 95、大于
95，女小于 80、80 ～ 90、大于 90; 腰臀比为男 0. 9、女 0. 8 ～ 0. 85。根据这些研究，从最有利于健康
到最不利于健康，文章将身体质量指数、腰围、腰臀比数据进行切点划分，作为衡量健康风险的指
标，命名为身体体态，作为模型的潜变量。
( 2) 社会经济地位指标选取与划分标准。对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学界已有很多的讨论，

本文综合以往研究，选取家庭收入、职业与教育程度三个指标综合测量城镇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收入、职业与教育程度的赋值参考李强的多元划分量表［25］。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指标赋值得
分加总后，得到 3 ～ 21 分的量表，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五个等级。
( 3) 生活方式测量指标的划分标准。本文确定生活方式变量主要考虑吸烟、饮酒与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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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体育锻炼的度量标准并不统一，论文根据以往的研究结论和 CHNS 数据［26 ～ 27］，将居民体育锻炼
时间划分为五个等级，从最有利于健康到最不利于健康分别为: 30 ～ 90 分钟 /天、90 ～ 150 分钟 /天、
150 分钟以上 /天、0 ～ 30 分钟 /天、从不锻炼 /天。医学上很多研究将吸烟大于 10 支 /日作为一个疾病
影响切点，其到重型吸烟 ( 20 支) 的中位数大致相当于城镇的平均吸烟量［28 ～ 29］。论文综合以往的
研究，将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吸烟量划分为五个等级，从最有利于健康到最不利于健康分别为: 不吸

烟、0 ～ 5 支 /日、6 ～ 10 支 /日、11 ～ 20 支 /日、大于 20 支 /日。关于饮酒频次的划分，根据 CHNS 的
划分方法，饮酒的频次被划分为五个等级，从最有利于健康到最不利于健康分别为: 不多于 1 次 /月、
1 ～ 2 次 /月、1 ～ 2 次 /周、3 ～ 4 次 /周、几乎天天喝。
论文选取的研究变量的对应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研究变量对应情况
潜变量 可测变量

健康 ( η1 ) 身体质量指数 ( y1 )
腰围 ( y2 )
腰臀比 ( y3 )
自评健康 ( y7 )

体育锻炼 ( η2 ) 体育锻炼 ( y4 )

吸烟饮酒行为 ( η3 ) 吸烟 ( y5 )
饮酒 ( y6 )

社会经济地位 ( ξ1 ) 家庭收入 ( x1 )
教育 ( x2 )
职业 ( x3 )

4． 模型说明
论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社会经

济地位会影响人口的健康促进资源，进而影响健康，但是并没

有研究表明健康会直接影响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在城

镇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建立单向关系，即: 社会

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一些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人的
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特定社会经济地位人群拥有的特质，但

是没有研究表明生活方式会对社会经济地位产生影响，因此，

模型假设城镇劳动力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本文主要选取吸烟、饮酒构成的不良生活方式以

及体育锻炼时间。按照通常的解释，吸烟饮酒有损健康，体育运动能够增强人的体质，使得人的形体
更健美，抵抗疾病能力更强。由此建立城镇劳动力吸烟饮酒行为与健康之间的单向关系———吸烟饮酒
影响健康; 建立城镇劳动力体育锻炼与健康之间的单向关系———体育锻炼影响健康。
据此对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如下假设: 社会经济地位 ( ξ1 ) 影响城镇劳动力的健康状况

( η1 ) ; 社会经济地位 ( ξ1 ) 影响城镇劳动力的体育锻炼时间 ( η2 ) ; 社会经济地位 ( ξ1 ) 影响城
镇劳动力的吸烟饮酒行为 ( η3 ) ; 体育锻炼 ( η2 ) 影响城镇劳动力的健康状况 ( η1 ) ; 吸烟饮酒行
为 ( η3 ) 影响城镇劳动力的健康状况 ( η1 ) 。
由于健康评价指标自评健康与身体质量指数、腰围、腰臀比信度不一致不属于同一维度，论文设

立基于不同健康评价指标的两个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
模型一中，健康由身体质量指数、腰围、腰臀比构成，命名为身体体态，构建式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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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假设: E( η) = 0; E( ξ) = 0; E( ζ) = 0; Cov( ξ，ζ) = 0
测量模型方程如式 ( 2) 和式 (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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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假设: E( ε) = 0; E( δ) = 0 ; ε与 η，ξ与 δ无关; δ与 ξ，η与 ε无关。
模型二中，健康由自评健康状况测量，构建方程如式 (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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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假设: E( η) = 0; E( ξ) = 0; E( ζ) = 0; Cov( ξ，ζ) = 0 。
测量模型方程如式 ( 5) 和式 ( 6) 所示。

x1
x2
x

[ ]
3

=

λ1

λ2

λ
[ ]

3

［ξ1］ +

δ1

δ2

δ
[ ]

3

( 5)

y7
y4
y5
y











6

=

λ4 0 0

0 λ7 0

0 0 λ8

0 0 π











9

η1

η2

η







3

+

ε1

ε4

ε5

ε











6

( 6)

模型假设: E( ε) = 0; E( δ) = 0 ; ε与 η，ξ与 δ无关; δ与 ξ，η与 ε无关。

三． 模型结果分析
1． 模型一参数估计结果与分析
样本量达 2902 个，数据足够大，因而采用对数据不敏感的 ADF 方法进行估计。潜变量体育

锻炼只有一个测量变量，采取残差方差固定［30］的方法①，数据拟合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身体体态、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参数估计值
影响路径 估计值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 C． R． P
健康体态←社会经济地位 0. 098 0. 085 0. 079 21. 465 ＊＊＊

吸烟饮酒←社会经济地位 － 0. 220 － 0. 135 0. 044 － 4. 968 ＊＊＊

健康体态←吸烟饮酒 0. 052 0. 073 0. 016 3. 142 0. 002
体育锻炼←社会经济地位 0. 616 0. 314 0. 056 10. 957 ＊＊＊

UHR ←健康体态 1. 000 0. 637
WC←健康体态 1. 850 1. 000 0. 043 42. 737 ＊＊＊

BMI←健康体态 1. 109 0. 643 0. 038 29. 367 ＊＊＊

收入←社会经济地位 1. 000 0. 515
职业←社会经济地位 2. 205 0. 729 0. 103 21. 370 ＊＊＊

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 1. 689 0. 728 0. 078 21. 625 ＊＊＊

饮酒←吸烟饮酒 1. 000 0. 753
吸烟←吸烟饮酒 0. 785 0. 635 0. 038 20. 429 ＊＊＊

锻炼←体育锻炼 1. 000 0. 919

注: 1． ＊＊＊表示值非常小，接近于 0; 2． 模型各拟合指数情况: GFI = 0. 994，RMR =
0. 039，RMSEA =0. 030，NFI = 0. 980，TLI = 0. 975，CFI = 0. 985。

社会经济地位对城镇劳动

力身体体态的直接影响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随着社会经济
地位的向上流动，城镇劳动力

身体体态呈上升趋势，即社会

经济地位越高，身体体态越

好，这与以往的结论较一致，

但是系数仅为 0. 085，关系的
强度较小。论文中身体体态由
身体质量指数、腰围和腰臀比
进行测量，重在考查健康存在

的风险。数据说明从健康风险
的角度，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的

直接影响在不同经济地位群体

中有差异，但是差异较小。χ2 检验显示，较差的身体体态主要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中表现较为
突出，在其他群体中差异并不明显，统计具有显著性，这与模型的检验结果是一致的。
社会经济地位不但直接影响城镇劳动力的身体体态，也间接影响其身体体态。越处于社会经济地

位上层，吸烟饮酒倾向越严重，身体体态越趋于不健康。金等人在对比中美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
的影响进而影响健康的研究中，选取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和饮食为生活方式的测量指标，结论为在中
国，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生活方式越不健康，吸烟饮酒现象越严重; 但是在美国，情况恰好相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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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地位越高生活方式越健康［31］。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解释［32］。洛佩滋 ( Lopez) 建
立的烟草消费模型揭示的规律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个现象: 一个地区的烟草消费特征可以划分为四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仅在男性中消费，第二阶段为男性消费开始盛行，女性消费出现，第三个阶段为

男性消费开始下降，第四个阶段为两性消费都下降，但是比较缓慢，且受经济地位的影响较显著［33］。
按照这样的解释，我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烟草的消费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减少，并且与社会经济地位

关系较强。这个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
社会经济地位对城镇劳动力体育锻炼时间的影响较显著，高于对吸烟饮酒的影响，系数为

0. 314。城镇劳动力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体育锻炼时间越多，说明目前在我国，居民体育锻炼的时
间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较强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体育锻炼的参与度。但体育
锻炼对身体体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似乎与以往的研究结论［34］以及人们的常识相

悖。模型一的直接路径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身体体态越好，虽然系数不是很大。另一条间
接路径显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吸烟饮酒更多，影响了其健康体态的获得。由此我们推论，在我
国，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城镇劳动力良好身体体态的获得与锻炼身体没有关系，其也不是控制吸烟饮酒

的结果。有研究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往往更趋于不健康的饮食，比如摄入更多
的糖份、油脂，因而影响了健康形体的获得［35］。我们进而继续推论，我国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城镇劳
动力群体身体体态好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但是良好体态的获得不是由于良好的生活方式，社会

经济地位高的人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更多，饮食更不健康，反而不利于健康体态的获得。
在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三项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变量中，表现为职业与教育程度对健康的影响最

大，二者的影响力接近，系数分别为 0. 729 和 0. 728，说明目前在我国，职业与教育程度是影响生活
方式乃至健康的主要因素。教育程度较高、职业地位较高的群体体育锻炼的时间越长，次数越频繁，
但是这些人群更可能倾向于吸烟与饮酒。影响最弱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系数为 0. 515，影响力处于刚
刚可以接受的水平。这说明体育活动与吸烟饮酒的参与度不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造成。
模型中，饮酒对身体体态的影响大于吸烟对身体体态的影响，影响力高出 0. 118，表明饮酒对于不同

经济地位群体的危害更大。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较一致。卡斯维尔 ( Casswell) 等人的研究认为，高收入
的群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酒精的消费量都要高于低收入群体［36］。2006年英国健康调查数据也说明了这一
点［37］。而吸烟与饮酒往往有很强的相关性，相比于不经常饮酒的人群，经常饮酒人群的吸烟发生率更高，
男性为 7倍，女性为 27倍［38］。这些结论对于健康促进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2． 模型二参数估计结果与分析
模型二拟合方法与模型一相同，拟合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自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参数估计值
影响路径 估计值 标准化估计值 标准误 C． R． P
自评健康←社会经济地位 0. 180 0. 160 0. 030 5. 909 ＊＊＊

吸烟饮酒←社会经济地位 － 0. 234 － 0. 143 0. 045 － 5. 152 ＊＊＊

自评健康←吸烟饮酒 － 0. 081 － 0. 117 0. 017 － 4. 818 ＊＊＊

体育锻炼←社会经济地位 0. 606 0. 306 0. 056 10. 861 ＊＊＊

自评健康←体育锻炼 0. 027 0. 047 0. 014 1. 965 0. 049
自评健康←自评健康 1. 000 0. 918
收入←社会经济地位 1. 000 0. 513
职业←社会经济地位 2. 183 0. 721 0. 101 21. 562 ＊＊＊

教育程度←社会经济地位 1. 705 0. 733 0. 080 21. 309 ＊＊＊

饮酒←吸烟饮酒 1. 000 0. 755
吸烟←吸烟饮酒 0. 766 0. 622 0. 038 20. 072 ＊＊＊

锻炼时间←体育锻炼 1. 000 0. 920
注: 模型各拟合指数情况: GFI = 0. 994，RMR = 0. 028，RMSEA = 0. 031，NFI =

0. 979，TLI = 0. 963，CFI = 0. 984。

社会经济地位对城镇劳动

力自评健康状况的直接影响通

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影响力较

强，影响系数为 0. 16，随着
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城

镇劳动力自评健康状况呈上升

趋势。模型二的影响结果大于
模型一的影响结果，说明社会

经济地位对城镇劳动力自评健

康状况的影响大于对身体体态

的影响。身体体态是一个客观
指标，论文用身体质量指数、
腰围、腰臀比进行测量，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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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健康的折旧速度，是对健康潜在风险的度量。而自评健康状况既是客观指标，也是主观指标，不
但反映当前的身体状况，也暗含个体对自我健康的满意度，重在考察健康的现状。由此推断，社会经
济地位对城镇劳动力健康现状影响较大，对健康的潜在风险影响较小。
社会经济地位不但直接影响也间接影响城镇劳动力的自评健康状况，模型设计的两条间接影响路

径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吸烟饮酒构成的不良生活方式对城镇劳动力自评健康状况的
影响为正向，社会经济地位越处于上层的城镇劳动力，自评健康状况越好，但是影响机理为社会经济

地位对吸烟饮酒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系数为 － 0. 143，即越是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上层的城镇劳动力，
越倾向于吸烟饮酒行为，这一结论与模型一的结果相同。但是吸烟饮酒行为越频繁，自评健康状况反
而越好，系数为 － 0. 117。有理论认为，吸烟与饮酒对人健康的影响是双向的，吸烟与饮酒可能会带
来生理上的危害，但是也可能使人的心理得到满足［39］。由于模型二采用自评健康指标，该指标易受
人的心理影响，喜欢吸烟饮酒的人，往往享受心理上的满足感，因而可能影响了自评健康得分。
社会经济地位通过体育锻炼对城镇劳动力自评健康状况产生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越是处于社会上

层，体育锻炼时间越多，自评健康状况越好。影响机制为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体育锻炼，影响系数
为 0. 306，系数较大，体育锻炼正向影响自评健康状况，但是影响系数为 0. 047，系数较小，在 α 为
0. 05 的显著水平上刚刚通过检验，整体影响趋势与模型一较接近。这一路径方向与王甫勤的研究结
论［40］是一致的，在王甫勤的相关研究中，健康指标也是选择了自评健康状况，研究结论为社会经济

地位影响人的体育活动时间，进而影响自评健康状况，但是影响的程度比模型二更大，尤其在体育锻

炼对自评健康的影响上。
在收入、教育程度和职业三项社会经济地位测量变量中，表现为教育程度对健康的影响最大，系

数为 0. 733，职业的影响其次，但与教育程度相当，系数为 0. 721，收入的影响最弱，系数为 0. 513，
影响力处于刚刚可以接受的水平。这个结论与模型一的结论较一致。坎通雅尼斯 ( Contoyannis) 等人
的研究认为，在社会经济地位的解释变量中，教育对生活方式的贡献率是最显著的［41］。但是原因解
释为: 拥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人不良生活方式越少是因为他们相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能理解健康投资的

重要性［42］，因此，寿命更长，残疾率与慢性病发病率更低［43］。在这一点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与之正
相反，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吸烟饮酒现象越多。齐良书使用我国样本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度量指标
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44］。这个结论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原因。社会经济地位因子载荷中职业的影响
力与教育程度的影响力较接近，说明当前我国城镇劳动力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健康身体体态的获得与职

业的关系也较大。因子载荷中家庭收入的影响相对要小，说明当前收入并不是影响城镇劳动力健康与
生活方式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收入对健康影响的研究目前存在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收入是影响
我国人口健康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些研究表明收入与健康的相关性并不显著［45 ～ 46］。
饮酒对城镇劳动力自评健康的影响大于吸烟的影响，影响力高出 0. 133。上述结论与模型一中因

子载荷的表现是一致的。在我国很多城镇地区，所谓的 “酒文化”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饮酒与
职业、教育程度的关系更强，论文的研究结论支撑了这一观点。

四、研究结论与不足
本文对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关系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

我国人口自评健康状况与健康身体体态的获得，同时也通过生活方式路径影响自评健康状况与健康身

体体态的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自评健康与身体体态越好，社会经济地位对人口自评健康状况的
影响大于对身体体态的影响。第二，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体态更好，
健康风险更小，但这并不是由于后者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吸烟饮酒
等不良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显著增加，自评健康状况越好，但是这

并没有使他们获得更好的身体体态。第三，教育程度与职业是影响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健康的首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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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二者的影响比较接近。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越高的人群体育锻炼时间越多，吸烟饮酒现象越
严重。家庭收入对生活方式的影响最弱。饮酒对健康的影响大于吸烟对健康的影响。
本文在考察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生活方式中介变量影响人口健康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有待于今后改

进的方面。首先，限于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对于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影响，论文选取的样本是我国城镇
劳动力的样本，而对于城镇劳动力的界定又基于户籍制度。随着我国户籍改革的逐步推进，有必要进
一步检验涵盖更多群体的样本。其次，在生活方式变量的操作上，本文主要考察了体育活动与吸烟饮
酒。在后续研究中，还需要添加中介变量———营养获取，因为饮食也是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自评健康和健康体态有较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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